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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上千年来在知识分子圈中根深蒂固。
80多岁的历史学者鲁海回忆，多年前，他与师兄袁行霈对此曾有过一番争论。
袁行霈认为，古代为官都是“学而优则仕”，因此古代官员中，出了不少的文人学者。或者

说，想要做官，非先做个知识分子不可。
但鲁海回答说，号召知识分子做官，其实并非孔子本意。
在《论语·子张》中，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本意是说做官的人如果

有余力就该学习；人读了书如果有余力就该设法做官，进一步推行仁义。所以“学而优则仕”这
句话并不能简单理解成让知识分子做官，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不只是官，
而是仕。换句话说，百姓期待的“仕”，其实是士文化的发扬，也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担当。

不过，中国社会素有“官本位”的传统。
“官老爷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读书人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

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齿，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
甘心？”学者易中天在《士大夫与读书人》一文中写道。

易中天认为，不当官，学者在历史上就没有发言权。
科举制度不仅让寒门学子有了出头之日，也让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从隋

唐兴科举以来，唐宋时期房玄龄、狄仁杰、王安石、欧阳修，明清的刘伯温、张居正、曾国藩、张之
洞，都是优秀的学者型官员。

在山东28个文化世家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演化成为耕读养家、诗书传家、科举入仕等
家规家训，成为文化世家兴旺百年的共同规律。

“学而优则仕”的诱惑

其实，子夏说“学而优则仕”，有他的道理。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贵晨分析，虽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马上得天下”，

依靠的是一群武夫，但想要坐稳天下，还得用起文人的笔墨。
据说，英国十八世纪的公务员考试，便是参照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英国人也发现，官员一定

要是读书人，而且是取得了一定功名的读书人。“做学问要心无旁骛，其实，从政也是如此。”杜
贵晨说。

古时的知识分子饱读经史子集，对历史、政治以及礼教的知识娴熟掌握，因此对于社会管
理有着天然的优势。

“儒家最主要的作用是培养人格，私塾和书院首先教授人的不是知识，而是品德与操守，并
让人们学会自律。无论做人，还是做官，每日都要三省其身，自查是否做到了仁义礼智信。这样
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去做官，百姓就会在观念上认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法生说。

甚至，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官员群体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百姓的“领
导”，另一方面还是百姓的“老师”。

“孔子说过，知识分子要立功、立德、立言，因此古代的官员们，往往是一边做官，一边做学
问，著书立言，教化大众。”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程奇立说。

满清开国状元、一代名相傅以渐就是一边做官一边修史做学问。在任职期间，傅以渐编纂
完《明史》，又作《资政要览》后序以及《易经通注》。

道光年间的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自知水务知识不足，每走一地都要去寻访漕运书籍，并
用自己的俸禄买回家。在云贵为官时，杨以增还根据学来的知识教化苗民，一时传为佳话。到了
晚年，杨以增因读书多而兴建起了闻名海内外的藏书阁“海源阁”，提出了“实事求是，经世致
用”的藏书宗旨。

既要做官，也要做师

大抵是看透了科举做官的弊端，24岁就成为当时安徽省最年轻进士的李鸿章，并没有像
“前辈”们一样，继续走“学而优则仕”的路。

咸丰九年(1859年)末，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也就是师爷。
因为在晚清，“学而优则仕”在知识分子眼里已经不值几文钱了。
话说科举制度在明清达到极致，但“学而优则仕”却一步步走向它初衷的反面。
清末科举最醒目的现象便是舞弊，读书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标签，沦为做官的手段。
1858年（农历戊午年），“戊午科场案”震惊朝野，90余名考官因涉嫌收受贿赂而受到严厉惩

处，主考大学士柏葰等5名官员被处死。尽管如此，科场弊端已经积重难返。
科举制度出来的官员，不少都是书呆子，人们还给这样的书生起了一个绰号：“书痴”。
清朝的钱泳在《履园丛话·笑柄·不准》便说：“为官者必用读书人，以其有体有用也。然断不

可用书呆子，凡人一呆而万事隳矣。”
在明清时期，学八股文出身并无多少管理经验的新任官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倚重师

爷，甚至有所忌惮。师爷与主子之间，往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传，主子一家吃饭，如果师爷
未到场，全家是不能动筷的，由此证明师爷的地位。古时有话形容这个群体为“隐身幕后，参与
机密，身携一壶酒，胸怀万卷书，宦海沉浮任漂流”。

李鸿章直接做了师爷，日后果然被曾国藩委以重用，变相完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在当代学者何怀宏口中，客观、真实、追求真理，不能被资本、权力、流行观念所裹挟的知识

分子为官准则，其实在晚清已经瓦解。
相传，清中期曾三代为官，备受乡里敬重的济宁孙氏家族，到了清末却出了个卖国求和以

保太平的军机大臣孙毓雯。
程奇立感慨说，同是儒家思想，不过200年时间，知识分子群体便从治世的才子，变成权谋

家了。
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随着旧知识分子群体逐渐丧失知识更新与独立精神，成为中国

走向近代化的束缚。
比李鸿章晚几十年出生的晚清第一状元傅以渐的后裔傅斯年，虽然也研习四书五经，但直

接选择了留洋之路。而近百年来中国一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再走“学而优则仕”的
老路。

学者做官的“死胡同”

从从社社会会担担当当到到宦宦海海权权谋谋

可能孔夫子也未曾料想，《论语》中一句“学而优则仕”，竟成就了中
国数千年由文人治理天下的局面。但知识分子是否善于做官，仍是历史
一个待解的题目。

从北宋士大夫利用所学知识教化乡里，到明清赶考的儒生沽名钓
誉，“学而优则仕”经历了知识分子做官从精神追求到物质满足的变化。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015年1月，北京市新一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副局级干部的名单已
贴在网上多时，但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却权当没看见。

“挂职那事已经开始了。”其实挂职也不是天天坐办公室，张颐武还在学校里
呆着呢，课也照上，一切照旧。

记者打电话这会儿，平日里能言善辩的张颐武突然开始闪避，“采访我别的事
都可以说，但是这个事就算了，没多大意思。”

然后，连说三声谢谢、两声不好意思，张颐武便匆匆挂了电话。
按理说，“学而优则仕”已盛行了上千年，在文化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今

天学者做官，怎么这么低调了？
历史学者鲁海听说记者采访“学者当官”这事，笑着摆摆手，连说不好答。

“今天要我做官，我怕是也做不了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2011年挂职，是北京市首批挂职锻炼的学

者。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挂职刚开始，还不好说，只有经历一段时间才能
总结出经验。

只有经济学家李稻葵定期在微博上发布一些挂职后的心得，也是北京市首批
挂职锻炼的学者之一。

不过除了在2011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以官方身份出现外，李稻葵平时也是“挂
职不担任具体工作”。

为何学者们对挂职都避而不谈？

其实，不谈学者，单说挂职，就很值得细思量。
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董利忠说，挂职这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火，为的是协助

和提高当时文化层次不高的工农兵干部，但最近几年，随着干部知识水平的普遍
提高，挂职的热度有所降低。

对于个人来说，挂职锻炼仍是仕途升迁发达的“前奏”。挂职的主要目的是培
养干部，“以前经常在大学当中找一些处级、副处级干部，平级调任或者升一级任
命。工资待遇不变，大约一年以后，再回到原单位上班。”董利忠说。

挂职分为“挂住”、“没挂住”和另外提拔三种结果。除了“没挂住”之外，基本都
会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贵晨告诉记者，他的老同事吴义勤便是一路挂
职，“挂”到了西安市副市长。

2014年12月，第二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副局级干部刚上任，第一批
干部的挂职“效果”也出来了。除了在各领域贡献各自的专业才智外，首批9名挂职
专家，在2013年换届中全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4人当选常委。

“别的事都能说，挂职这事就算了”

“残留农药不控制，再过50年中国人将生不出孩子！”
前些日子，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又在媒体上显露“个人

表达”。
从2003年非典爆发、2009年甲流传播，再到近几年的雾霾、H7N9流感、中医转

型、抗菌素使用，像上面这样“不中听”的话，钟南山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说说。
虽不中听，可老百姓却最吃钟院士这一套。有评论说，这是人们对一个学者专业的
信任。

钟南山并非只是一名学者，他不仅是广州市科协主席，还担任着广东省科协副
主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吸烟与健康医学顾问等职务。

总有人强调官员表达要识大体、顾大局，但对于一些普通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
问题，钟南山却始终坚持实话实说，把专业身份摆在官员身份之前。

为此，连钟南山自己都承认，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他得罪了不少人。
“但我做事，不唯上，只唯实。”钟南山说。
学者做官，其实有一大难——— 在两种身份之间，办实事说真话，还能顶住压力。
近代知名的知识分子傅斯年便是一位连蒋介石都无法“镇住”的学者型官员。

这位仁兄不仅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进入立法院做官以后，还专门挑“四大家
族”的刺儿。

为了让傅斯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专门请客找他谈心：蒋问傅对他是
否信任，傅答，信任。蒋又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回

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
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今天，这样的学者官员依然存在。
前些年，对于垃圾焚烧发电这样一个“洋”事物，许多城市项目上马后都急着唱

赞歌。但在2010年青岛市两会期间，时任青岛市环保局总工程师的王军借助媒体之
口，道出了二恶英污染的危害性以及垃圾焚烧发电的风险性。这一席话，迫使黄岛
垃圾焚烧项目停建。

时下最火的环保名词PM2 . 5，曾让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忙坏了。
杜少中在自己名为“巴松狼王”的微博上，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你来我

往”，反对他国对我国事务说三道四。但作为一名环保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忘
记告诉北京市民一个真实的现状：“北京市当时连PM10都未能达标，公布PM2 . 5，
其实毫无意义。”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杜少中却认为，这是公众应该知道的。
除了向公众表达真知灼见的学者官员，央行行长周小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等业界公认的学者型官员都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了中国
经济改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把“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志。“知识分子身上追
求真理的精神，使得他们不轻易被资本、权力、流行的观念所裹挟。”这一点，是百姓
最为看重的。

爱“开炮”的学者官

“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
仕’出来做官了。”

这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野火集》
序言里的话。在台湾读者心目中，作为文
人的龙应台始终是站在批判政府的思考
者立场的。

龙应台曾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
台湾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没有尊严，
没有生活，什么条件都是最差的”。议员
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
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

2012年，龙应台就任台湾地区首任
“文化部长”。此后，她受到最严厉的指
责：“为什么龙应台当官后就‘变脸’？丧
失道德判断力？”“龙应台的自我言论审
查所为何来？”“她已经从一个正直的作
家沦为世故的政客”……

甚至，龙应台习惯的托腮动作，也让
百姓感到做作。

毕竟，官场不是学术圈，百姓看的不
是作品，而是政绩。身份转变带来的最大
问题是人们评价标准的改变。此时，学者
做学问时积累的声望，反而成了累赘。

虽然龙应台过去三年做了不少事，
但老百姓看到的，仍旧是龙应台在用文
艺化的语言表述政务。

龙应台不得不在2014年提出辞呈，并

表示要好好休养一下。
同在台湾的李敖年轻时曾猛烈抨击

台湾时弊，可没想到他中年以后竟然也
参加政治活动，甚至担任台湾的“立法委
员”。对此，他认为自己就像当初北大校
长蔡元培一样，做的不是官，而是事。

实际上，除了面临身份转变带来的
新压力，理想与现实操作的矛盾，也会让
学者做官困难重重。

2014年，品尝到为官不易的不仅是龙
应台，还有卸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

“人生很脆弱，但人的伟大就在于有
思想。”说这句话时，朱清时有些悲凉。

作为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者
与领军人物，学者出身的朱清时为实现
理想，5年来顶住了许多压力推动改革。

然而，在朱清时卸任时，有评价说，
他失败了。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
罩的时代氛围中。”为官两年后，龙应台
悟出踏上仕途之后出现不适的原因。

当理想照向现实

新新版版““学学而而优优则则仕仕””
专业背景有时也是短板，独立精神也会“添乱”

2014年底，又一批在北京挂职副局级干部的学者走马上任了。
北大教授张颐武、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任职文化局、卫计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张兴凯挂职北京轨道交通公司副总。
“学而优则仕”的老理儿，仿佛在新时期的学者身上又焕发了生命力。
今天的“学者当官”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关注当代版“学而优则仕”，内心真正的期盼是

什么？当理想照进现实，学术与官场，知识与实际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纠结？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党外
人士

职务 挂职单位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美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双院外籍
院士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赵进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所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
中央常委

北京市农委副主任

孟安明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副主委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

张颐武 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杨旭
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城
市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

张兴凯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树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北京市商务委副主任

邢念增 朝阳医院副院长 北京市食药监局副局长

施
一
公

孟
安
明

杨
旭

张
树
华

邢
念
增

张
兴
凯

张
颐
武

赵
进
东

就像今天人们期待学者挂职官员一
样，用人单位期待学者能带来智力支持，
百姓期待学者能将求真务实的学术之风
带进工作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是期待
者中的一员。“听说张颐武教授也去做官
了。我相信他的到来，会给政坛带来一股
新风，形成官员群体的新形象。”

“人们谈到学者做官，以及教育、医
疗领域去行政化，其实是希望去掉这些
单位当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许耀
桐说。

但是否有人思考过，这种期待可能
也会过时。

其实，学者是否要为官一直是个有
争议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学者一方面不齿
于与官僚阶层为伍，一方面又被官僚集
团所左右。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虽
然对建设新中国充满热情，但时代对他
们的态度，却忽左忽右。

有人提及当年从“文革”到打倒“四
人帮”时，郭沫若所做的立场矛盾的三
首诗歌。

“如果郭沫若只做一个文人和学
者，或许他会活得更真实一些，不至于
丢失了自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
员表示。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做官的标尺又
变了。

许耀桐说，现在如果没上过大学，都
没法当好基层干部，今天对干部的要求

包括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这其中就
有两条与知识相关。翻开许多领导干部
的履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生，甚至
海外留学的也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却是种种伪学历与伪学
识，以及一些官员对知识分子身份病态
的渴望。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更像是仕
而优则学。”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荆
林波发现，没有一个官衔，没有一个学术
职称，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似乎官职与
学问是正相关的。

因此，有学者担忧，官员学者化正有
被庸俗化的趋势，其骨子里仍是过去“学
而优则仕”惯性思维的延续。

许耀桐发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
象，即官员学者化已成为今天选拔任用
官员的趋势，甚至许多基层公务员群体
的知识水平也达到了大学本科。

毕竟时代已然改变。
“从政不做学问，做学问不从政。说

的是人们做事要专一，既想当好官，又琢
磨着做学问，这其实是做不来的。”许耀
桐说，后工业时代到来，人们的专业知识
不再是综合性的，特别是学者的知识面
专一，从另一个角度看，专一可能代表狭
窄，他们是否真能胜任官场，还要看情形
而定。

通俗地讲，以前“学而优则仕”，现在
呢，“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未必能当好排
长”。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法生说，
今天的学者是专业领域的“高人”，已不
是过去的“士大夫”了，对知识分子阶层
的道德期待今天也该有所改变，不要对
今天的学者从政要求太高。

“我想，什么背景的人做官这不重
要，重要的是为官者做了什么事。”董利
忠说。

惯性的期待也该变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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